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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对
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刘 洪 银
(天津农学院 人文学院,天津市３００３８４)

摘　要:利用全国性大样本调查数据构建多层次 Mincer打工收入扩展方程.实证分析发现,“农二代”

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农二代”不同层级城镇打工对收入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省会

及以上城市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较好,而地级市及以下较差.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等级产生收入增长联动影

响,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低人力资本则具有消极影响.高知识技能农民工

因其异质性适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而低知识技能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制流动距离,更多进入地级及

以下城镇打工.当前“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政策应扶持家庭创业和多元经营以支撑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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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简称“农二

代”)进城打工的目的呈现出多样性,但增加收入仍然是主因之一.“农二代”具有与第一代农民工

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出

第一代农民工１９．２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倾向进入大中城市,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打工的新

生代农民工占５４．９％,而第一代农民工该比率仅为２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目的不是生存所

迫而是实现自身发展,该群体追求体面就业,对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职业声誉具有更高的要求,向
往城市生活并期望融入城市社会.２０１３年,从事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不及第一代农民

工一半.① 由此可见,“农二代”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的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拥有相近的行业

和职业岗位选择偏好.在劳动力相对短缺时期,“农二代”不同类型城镇转移就业及其收入状况将

影响城镇化发展.
学者对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研判.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选择及其

收入的主要因素.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抓住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而其中人力资本状况对抓住

非农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１]教育和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是有影响的,农民工的

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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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报率在５．３％至６．８％之间.简单培训对农民工工资作用不显著,但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

农民工工资有重要决定作用.[２]农民非农就业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层次也显著受制于自身人力资本

水平的约束.[３]

除人力资本外,农民工收入水平还受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受到年

龄、性别、婚姻等个性特征以及地域、歧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４Ｇ６]谢嗣胜、姚先国研究认为,农民工

４４．８％的工资差异由个体特征形成,剩余的５５．２％归结于歧视[７],而城镇居民和农民工收入差异的

６０％是由歧视引起的[８].打工城镇层级不同,农民工预期收入也会不同.劳动力总是流向一种能

使他们获得预期收入最高的职业或地理位置.其中,同一个年龄组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流动性更

强.地区分割影响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农业部门劳动力配置由于地区分割的影响偏离了比较优势

原则.
从以往研究结论看,人力资本及相关因素对农民工收入增长会产生影响已形成共识.但新生

代农民工具有独特的流动和就业选择偏好,农民工流动也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力资本及

其城镇层级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大中城市流动偏

好引致大城市人口负荷超载,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人口集聚不足,城镇劳动力配置出现不均衡现

象.不同水平人力资本的城镇层级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及其他收入增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力资本和城镇层级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产生怎样的联动影响? 进入大城市打工是否有助于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 本研究利用大样本社会调查数据拟合 Mincer收入方程,试图以实证分析

结果解答这一问题.

二、模型构建

美国经济学家 Mincer提出的工资方程已成为研究劳动力收入的经典模型.Mincer方程认

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完全由人力资本及其他个体特征决定.但现实中,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

的,人力资本收益通常随劳动力就业的地区、行业、职业及其人力资本相关因素等不同而变化.劳

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但与人力资本等个体属性特征有关,还受其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劳动者

综合收入水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函数.

Mincer发现,随着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收入在人力资本各因素边际上呈现指数型增长,因此

Mincer对收入水平进行了对数转换,这样扩大了收入方程的适应性.可以将难以估算的人力资本

投资的货币投入成本变为容易估算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还可以将影响收入水平的其他人力

资本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中来.Mincer方程拓展为:

In(y)＋f(sch,exp,X,ε) (１)
式(１)中,In(y)为个人收入的对数;sch 代表教育水平,exp 代表工作经验,X 代表对收入增长

产生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ε是随机扰动项,满足期望值为零的假设.
本研究着重探讨人力资本及其城镇流动层级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在

Mincer收入方程中除引入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变量外,还引入城镇层级哑变量和其他一系列控制

变量,形成 Mincer收入扩展方程.为减轻多重共线性影响,研究拟构建多个收入扩展方程以比较

选择变量作用的稳定性.

李实和丁赛曾在相关研究中引入教育与控制变量的交叉作用项,即 ∑αischX ,以减小教育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互作用对模型的扰动.交叉变量度量了两个变量的联动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

程度.[９]人力资本属于劳动者自身的禀赋,农民工进入不同类型城镇打工也就是人力资本沿城镇层

级的流动.本研究为考察不同人力资本、不同打工城镇的农民工打工收入增长的差异性,在收入扩

展方程中引入教育年限与城镇层级、打工年限与城镇层级两个交叉变量,形成等式(２).



In(y)＝α０＋α１sch＋α２exp＋α３city＋α４sch×city＋αexp×city＋∑αiX ＋ε (２)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天津农学院课题组２０１４年３月－６月对全国城镇“农二代”进行的问卷

调查.① 调查对象为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地区涉及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山
东等)、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珠三角地区(广东、福建)及部分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回收有效问卷３４０２份.其中,北京市７３７份,天津市１１９５份,山东省４４２份,长三角４６９份,珠三

角５１０份,其他地区４９份.样本概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概况

变量 比例(％) 变量 比例(％)

性别
男性 ４３．０
女性 ５７．０

年龄
８０后 ６３．４
９０后 ３６．６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７．４
初中 ４０．５
高中(含中职) ３２．３
大专(含高职)及以上 １９．８

打工地区

北京 ２１．７
天津 ３５．１
山东 １３．０
长三角 １３．８
珠三角 １５．０
其他 １．４

打工城镇
小城镇 １１．１
县级市或县城 １３．１

一般地级市 １６．５
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 ８．０
直辖市 ５１．６

就业类型

打工类 ７２．２
开办企业 １０．１
个体经营 １７．７

岗位类型

体力性岗位 ５１．９
技术性岗位 ３０．９
管理性岗位 １７．３

打工年限

５年及以下 ６０．３
６~１０年 ３１．３
１１年及以上 ８．４

月收入

２０００元及以下 １０．９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元 ３４．０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元 ３９．９
５００１元及以上 １５．２

　　(二)变量选择

为研判进城“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与其人力资本、所在城镇层级等之间的函数关系,诊断城镇

层级对打工收入增长影响的差异性,本研究选取表２所示的变量.
表２　变量选择

变量类型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及缩写

因变量 打工收入 进城“农二代”小时工资、小时总收入

自变量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sch);打工年限(exp)

打工城镇
城镇类型:县级市(县城)、地级市、省城(计划单列市)、直辖市;打工地区:环渤
海、长三角、珠三角

就业变量 就业方式:就业、创业;岗位类型;培训;劳动歧视

个性特征 年龄;性别

　　如表２所示,变量分两类:数值变量和属性变量.数值变量包括作为因变量的劳动收入和作为

自变量的人力资本、培训时间和年龄.其他变量为属性变量.
劳动收入分为两类:进城“农二代”小时工资收入和小时总收入(工资收入加上其他收入.经济

学意义上的工资含义是指小时工资).本研究以这两类变量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计量分析.人力

① 该调查是作者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织开展的全国性问卷调查.



资本变量用教育水平和打工年限度量.教育水平指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正规教育水平.为减轻多

重共线性,本研究将教育水平分为数值变量和二元属性变量(小学及初中记为０,高中及大专以上

记为１)两类(交叉变量中采用数值变量);打工年限用农民工累计打工年数表示.培训时间指新生

代农民工平均每年参加职业培训的月数.
城镇层级变量是属性变量.城镇层级是指不同类型城镇按照行政级别从低向高的排列,低层

级城镇指小城镇、县级市(县城),高层级城镇指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本研究将打工城镇层级分为

哑变量和二元变量两类.城镇层级哑变量是以小城镇为参照组,包括县级市(县城)、一般地级市、
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直辖市四个哑变量的一组属性变量.二元属性变量将一般地级市及以上

记为１,县级市(县城)及以下记为０(交叉变量中采用属性变量).城镇所在地区是以中西部地区为

参照组,包括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三个哑变量的一组属性变量.
就业变量为属性变量.就业方式是以个体经营为参照组,包括打工和创办企业两个哑变量的

一组变量.岗位类型变量将技术和管理型岗位记为１,体力型岗位记为０.劳动歧视变量将“工资

差距较大”记为１,“一般、较小及以下”记为０.

四、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一)实证结果

针对工资收入和总收入两个因变量分别建立 Mincer工资扩展方程和收入扩展方程.为检验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梯次影响和降低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根据式(１)在 Mincer方程中梯次引

入城镇类型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分别构建模型１和模型２,根据式(２)构建模型３.
实证分析过程中发现,如果保留截距,所建模型均不显著.如果截距为零,即人力资本收入线

经过原点,所建模型显著性水平均较高.由于观测值是截面数据,工资增长率实际上度量了农民工

工资的差别率.截距为零也就是工资观测值间没有固定的差别率.农民工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劳

动生产率变化,由于农民工群体同质性较高,个体间劳动生产率差别不大,小时工资相对趋中.虽

然月工资收入存在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加班加点形成的,折合成小时工资则差别不大.
鉴于此,本研究拟构建不包含截距项的 Mincer收入方程.

由于调查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数值相对趋中,容易与其他变量形成多重共线性.模型保

留了教育年限和打工年限两个数值变量,剔除了年龄变量.为进一步消除共线性问题,教育水平在

单变量中采用二元属性变量,而在交叉变量中采用数值变量.城镇层级类型在单变量中采用哑变

量,而在交叉变量中采用二元属性变量.
城镇“农二代”Mincer工资和总收入扩展方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可以看出,模型拟合优度较高,DＧW 值趋近于２,模型相对稳定.各变量(“环渤海”变量

VIP＝１５,存在轻微共线性),模型总体共线性问题可控,所建模型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所有变量

均在１％水平下显著.城镇层级与打工年限交叉变量不显著且引起共线性问题,从模型中剔除.
回归结果显示,分别以工资与总收入为因变量的两类扩展方程中,自变量的作用方向大体一致,只
是作用系数存在一定差别,其中,“培训时间”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明显,变量对总收入增长的影响

效果接近工资增长的两倍.
(二)实证结果分析

１ 城镇层级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从表３看出,以小城镇为参照组,各层级城镇对农民工收入增长均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不控

制其他变量模型１显示,随着城镇层级提高,打工城镇对收入增长影响效果呈 U 型变化.以小城

镇为参照物,县级市与直辖市的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较好,达到１．９左右.而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

(含单列市)较差.



表３　Mincer扩展方程的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方法:OLS,SPSS１９．０;因变量:ln(y))

变量
模型１

y＝工资 y＝总收入

模型２
y＝工资 y＝总收入

模型３
y＝工资 y＝总收入

教育水平 ０．４６２∗∗∗ ０．４８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８∗∗∗

打工年限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打工城镇类型:
　　县级市、县城

１．８５５∗∗∗ １．９００∗∗∗ ０．２５６∗∗∗ ０．２７３∗∗∗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２∗∗∗

　　一般地级市 １．７３９∗∗∗ １．７８３∗∗∗ ０．２４０∗∗∗ ０．２５９∗∗∗ ０．４６１∗∗∗ ０．４８０∗∗∗

　　省城、单列市 １．７２７∗∗∗ １．７４０∗∗∗ ０．３９１∗∗∗ ０．４０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３０∗∗∗

　　直辖市 １．９０１∗∗∗ １．９３０∗∗∗ ０．３３４∗∗∗ ０．３４９∗∗∗ ０．５６１∗∗∗ ０．５７６∗∗∗

　　小城镇(参照组)
打工地区:环渤海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６∗∗∗ １．７６５∗∗∗ １．７６５∗∗∗

　　长三角 ２．１００∗∗∗ ２．１４６∗∗∗ １．９２６∗∗∗ １．９７１∗∗∗

　　珠三角 １．８８１∗∗∗ １．８４８∗∗∗ １．７１０∗∗∗ １．６７６∗∗∗

　　其他地区(参照组)
就业方式:打工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６∗∗∗

　　创办企业 ０．２２９∗∗∗ ０．２４７∗∗∗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３∗∗∗

　　个体经营(参照组)
岗位类型 ０．１９４∗∗∗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５∗∗∗ ０．２２０∗∗∗

培训时间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６∗∗∗

劳动歧视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７∗∗∗

City∗sch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AdR２ ０．８９３ ０．８９３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２ ０．９６２
F ４７４６．０ ４７２５．８ ６００７．４ ６０３１．４ ５７７１．８ ５７８９．２
DurbinＧWatson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７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２ １．３６４ １．３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直辖市收入增长效果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样本中直辖市(北京市和天津市)
均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物价水平较高,成本推动和收益分享推动工资上涨.第

二,“农二代”就业观念发生改变,直辖市企业不得不提高苦脏累险岗位的薪酬水平,“农二代”补偿性

工资提高.第三,直辖市打工就业相对稳定.针对同一调查样本的有序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进入更

高层级城镇(尤其直辖市)后,工作转换次数减少,打工就业更趋稳定.稳定就业有助于工资增长.[１０]

县级市占据地利和人和优势,农民工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禀赋,有助于稳定就业和实现创业,
有助于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样本中县级市农民工从事技术或管理岗位的比率为５０％,地
级市及以上则为４７％;县级市“农二代”创办企业的比率为２０％,而地级市及以上仅为７％,远低于

县级市水平.不但如此,县级市政府承担本地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责任,农民工参训频率较高.样本

中县级市农民工年人均参训１．０９个月,而地级市及以上农民工仅为０．８３个月.
梯次引入打工地区和就业方式等控制变量后(见模型２),打工城镇类型对农民工收入增长影

响效果均大大降低,出现两个阶层:省城(含单列市)和直辖市影响效果较好,县级市和一般地级市

较差.直辖市样本占到５１．６％且均位于东部地区,收入增长较快的东部地区哑变量分解了直辖市

的作用效应.县级市因为控制了就业类型、岗位类型和培训时间等有利变量,收入增长影响效果位

次降低.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在控制了劳动歧视等不利变量后,“农二代”收入增长影响效果位

次得以提高.

２ 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对“农二代”打工收入的增长产生联动影响

控制了城镇层级和教育年限联动作用变量后,地级及以上高层级城市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

长效果均明显提高,而县级及以下低层级城镇的影响效果不增反降,说明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对

“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产生了联动影响,高层级城镇影响效果的提高和低层级城镇影响效果的降



低均源于交叉变量的联动作用.交叉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收入增长影响系数为－０．００４,表明相

对于低层级城镇,高层级城镇对不同人力资本的“农二代”收入增长产生弱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检

验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的联动影响,本研究选取“小学及以下”和“大专(高职)及以上”两个样本分

别作为独立总体进行回归模拟.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特定样本 Mincer总收入回归结果

(分析方法:OLS,SPSS１９．０;因变量:ln(小时总收入))

样本

变量

小学及以下

系数 VIF共线性检验

大专(高职)及以上

系数 VIF共线性检验

打工年限 ０．００３ ４．２１０ ０．０２０∗∗∗ ３．３０９
培训次数 ０．０３９ １．４１９ ０．０５７∗∗∗ １．８１８
打工城镇: ０．３１７∗∗ ２．１６４ ０．５５４∗∗∗ ２．０１６
　　县级市、县城 ０．３８７∗∗∗ ２．０３２ ０．６０５∗∗∗ ３．３３４
　　一般地级市 ０．３７０∗∗ １．２１７ ０．８０９∗∗∗ １．８３３
　　省城、单列市 ０．２５４∗∗ ４．９５２ ０．５８８∗∗∗ ７．１８３
　　直辖市

　　小城镇(参照组)
打工地区:北京 ２．１１７∗∗∗ ６．４３０ １．７７７∗∗∗ １．７３７
　　天津 １．７９０∗∗∗ ６．５３１ １．６１４∗∗∗ ８．５６６
　　山东 １．７５７∗∗∗ ４．２８４ １．４８６∗∗∗ ４．４８０
　　长三角 １．８１８∗∗∗ ２．６３６ １．８７１∗∗∗ ３．５８７
　　珠三角 １．６９１∗∗∗ ２．０８４ １．５７１∗∗∗ ２．５９８
　　其他地区(参照组)
就业方式:打工 ０．４３４∗∗∗ ５．９３８ ０．２０５∗∗∗ ３．７６１
　　创办企业 ０．５０９∗∗∗ ２．５７７ ０．２７２∗∗∗ １．７６６
　　个体经营(参照组)
岗位类型 ０．２７６∗∗∗ ２．１８１ ０．３４９∗∗∗ ４．０５１
AdR２ ０．９５６ ０．９５９
F ３５９．４ １１３４．３
DurbinＧWatson １．６２６ １．６２５
样本数 ２５２ ６７３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从表４可以看出,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小学及以下群体打

工城镇的收入增长影响系数均大大低于大专及以上群体.以小城镇为参照组,小学及以下“农二

代”从一般地级市到直辖市,打工城市层级越高,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越差,表明高层级城镇对低人力

资本收入增长具有消极影响;而大专学历及以上“农二代”从县级市到省城(含单列市),打工城市层

级越高,收入增长影响效果越好(直辖市例外),表明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

响.样本显示,从低层级城镇流入高层级城镇,小学及以下“农二代”收入明显降低,大专及以上明

显提高,而初高中提高不明显.低人力资本“农二代”进入高层级城镇打工,即使提高了名义收入水

平,收入增长的空间也有限.高人力资本“农二代”打工城镇层级越高,越能够充分释放劳动力价

值.由此可以推论,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因其异质性适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可以进入较高

层级的城市打工,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制流动距离,更多进入地级及以下

城镇打工(县城以下劳动需求有限),这样可以降低流动成本.相反,远距离的跨区域流动将无助于

收入大幅增长.这是源于大城市的高技术产业与高知识技能劳动力呈互补关系,而与低知识技能

劳动力呈替代关系,低知识技能农民工大城市收入增长潜力较小.一般而言,城镇行政层级越高,
物价水平也越高,知识技能水平较低的“农二代”流入高层级城市主要源于货币幻觉.样本显示,直
辖市和省城(含单列市)中初中及以下“农二代”占到５０．４％,而地级市及以下城镇中高中及以上“农
二代”占到５５．８％,“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表５).



表５　不同教育水平“农二代”的小时总收入(元)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低层级城镇(县城及以下) １７．２１ １６．３３ １５．９６ １７．５０
高层级城镇(地级市及以上) １５．７０ １６．４５ １６．００ １９．４０

　　３ 城镇层级对“农二代”收入增长作用效果受打工地区影响

当控制打工地区变量后,城镇层级对“农二代”收入增长影响效果大打折扣,表明打工地区对城

镇层级的收入增长效果产生显著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城镇对农民工收入增长产生

积极的显著性影响,收入增长影响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４ 其他变量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城镇“农二代”收入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教育水平采用二元属性变量代替教育年

限,夸大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果.
就业类型对“农二代”收入增长影响存在差异性.与个体经营相比,创办企业对农民工工资及

总收入产生显著性影响.
岗位类型对“农二代”收入增长产生显著性影响.相对于体力性工作,技术和管理岗位影响系

数较高,但进城“农二代”中一半以上从事体力性工作,这限制了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职业培训对城镇“农二代”总收入增长的作用系数接近工资收入增长的两倍,表明进城农民工

职业培训不但有助于工资增长,更有利于总收入的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不但应着眼于就业

实现和劳动技能提升,更应该提升农民工创业技能和创业水平.
劳动歧视对城镇农民工工资和总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同工不同酬现

象抑制农民工工资增长.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遭受的歧视没有减少,但与城市同龄人收

入和财富积累水平差距却在拉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受教育程度较高,追求体面就业,倾向进入大中城市并期望融

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同龄人具有趋同的价值观和个人发展诉求.忽略个体间差异性,“农二代”在不

同类型城镇打工可以近似看作农民工沿城镇层级流动和就业.“农二代”沿城镇层级流动对打工收

入增长产生显著性影响.不控制其他变量,打工城镇对收入增长影响效果随城镇层级提高呈 U 型

变化.直辖市样本位于收入增长效应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农二代”就业相对稳定,名义工资较

高.县级市农民工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禀赋,从事技术或管理岗位比率较高,参训频率和创业率显

著高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当控制了相关单变量后,不同层级城镇对“农二代”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

大大降低,出现省城(含单列市)和直辖市影响效果较好、县级市和一般地级市较差两个层级.进一

步控制了城镇层级和教育年限交叉变量后,高层级城市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影响效应明显提

高,而低层级城镇的影响效果不增反降,城镇层级与人力资本对“农二代”打工收入增长产生联动影

响.高层级城镇对高人力资本收入增长具有积极影响,而对低人力资本则具有消极影响.源于高

层级城镇的高技术产业与高知识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关系,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因其异质性适

合在较大范围内流动,可以进入较高层级的城市打工,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因其同质性应适当控

制流动距离,适合进入地级市及以下城镇打工.当前“农二代”城镇层级流动格局尚存在优化空间.
(二)政策建议

１ 以新兴产业集群大力培育和发展中等城市,提升地级市城市功能和收入水平

我国中小城市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应突出发展中等规模的城市.小城市规模不经济,大城市

规模收益递减.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达到１５０万,规模经济将完全消失.１００万人



口以下的中等规模城市处于规模经济持续期.按照新的划定标准,目前我国２８３个地级市中中等

城市和大城市各占一半.中等规模的地级市和百强县应是发展重点.中等城市产业规划应将高附

加值的节能环保、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培育

壮大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快速提升中等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就业容纳力和收入水平.

２ 以家庭创业和多元经营支撑小城镇和小城市发展,提高小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支柱产业缺失和非农就业机会缺少是制约小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小城市和小城镇连通农

村与城市,是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理想场所.地方政府财税金融政策应向农村倾斜,鼓励农

民家庭式创业,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养老服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规划建设市镇工业园区

和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特色产业镇、工业品牌镇、商贸物流镇等各类专业特色小城镇,为人口与就业

的增长提供产业支撑.

３ 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高层级城市产业升级转型

“农二代”注重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就业偏好倾向摆脱身心健康损害和追求体面就业,
农民工用脚投票必然抬高企业用工成本,倒逼产业升级,传统制造业不升级即淘汰.高层级城市产

业升级应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第一,吸纳国外资本和智力参与高层级城市新兴产业

如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设计,深度融合技术和新型产品,促进

城市产业升级.第二,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建议将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

和团队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率从５０％提高到７０％以上.第三,贯彻落实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同酬

和工资正常增长的法规政策,构建劳动力成本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保障机制.

４ 加强城市外来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农二代”就业质量

“农二代”就业质量提高的关键在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稳定性、就业层次和劳动收入.

２００９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教育培训的外

出劳动力稳定就业率达到７２．３％,未接受教育培训的劳动力该比率仅为５９．６％.输入地城市对外

来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动力不足,国家应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输出地政

府、输入地城市和用工企业共同承担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责任.输出地政府应依托中高职学校,分
别对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进行１~２年的免费职业教育;输入地城市按照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紧缺专

业技术,安排年度培训计划;用工企业借力城市财政补助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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